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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及其现实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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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中国精神的话语具有确证中国精神存在、推动中国精神发展、实现

中国精神现实性的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中国精神的话语却没能完全

承担起对中国精神进行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享的任务。中国精

神的话语应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土壤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表达中国人在革除现代性流弊时的价值主张,为解决人类发展的问题

贡献中国智慧。要使这一话语样态被不断重复、评说,必须抓住三个主要环

节:一是围绕中国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建

构,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话语融通,三是中国精

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接、交汇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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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精神与语言的关系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精
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
简言之,即语言。”①这意味着语言不仅是承载精神的外在形式或工具,相反,语言是精神

的现实的表现。因此,当我们把弘扬中国精神作为当前中国发展的迫切思想任务时,首
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应该用怎样的话语弘扬中国精神? 同时,必须进一步回答的是,如
何能保证中国精神的话语不被塑造为某种空洞的能指,而真正成为会被人们重复评论、
言说的“活的话语”? 基于此,我们尝试讨论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必要性、塑造思路

和塑造环节等问题,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阐发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

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

一、话语对中国精神的塑造与再塑造

在对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进行讨论之前,我们有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话

语在中国精神的生产与塑造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话语仅仅承担对中国精神进行阐释

与描述的功能,还是也参与其生产和塑造呢? 对于这一问题,威廉·冯·洪堡有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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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见:“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

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①一方面中国精神的本来特性规定

了其话语的具体展开;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又不断对中国精神进行塑造与再塑造,渗入

并强有力地规定着中国精神的本来面貌和实际流变。具体来说,这个塑造与再塑造的

过程表现为三个方面: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享。
首先,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言说与建构,既是阐释的,又是前阐释的,它能够帮助人们

确定中国精神的存在方式。人们如何获得有关中国精神的认知,并把这种认知视作“中
国精神”? 这似乎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人们只需要找到一些明确表达中国精神的阐

释性陈述,就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精神。党的创新理论对中国精神的阐释是:“实现中国

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②学术界亦有对中国精神的明确

表述:“‘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自强不息’‘厚德载物’。”③只

要这些陈述不断被我们重复和评说,中国精神就是现实存在着的。但问题并不止于此,
我们还需要追问:人们怎么能确定,上文列举出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陈述都属

于中国精神的话语呢? 一个非常容易想到的答案是,话语的主题连接构成该话语陈述

群的统一性。但是,主题的同一性并不能确切地定位出某一特定的话语,因为同一主题

可以产生出多种话语。在这里,问题离开阐释的范围,进入前阐释的领域:无数个有关

中国精神的语义段被限定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因为它们是对中国精神的阐释,还因为它

们符合了对中国精神进行建构的意识形态要求。例如,我们常常用“天人合一”来总结

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但“天人的‘合一’可以是孔孟天人相通式的合一,也可以是老庄‘坐
忘’‘心斋’式的合一,还可以是董仲舒等‘感应’‘谶纬’式的合一”。④ 事实上,我们今天

所用来描述中国人心灵境界的“天人合一”并非某一家之境界,而是取各家之中能够表

现出中国人内心世界与西方“理性规范的精神”相区分的“感性生命的精神”⑤的那部分

话语。至于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人合一”的诸多糟粕话语,也必然被有选择地筛去,以此

来证明和彰显中国精神的独特优势。因此,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言说与构建,不仅确定了

中国精神的存在,而且以其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要求确定了中国精神的存在方式。
其次,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转化与发展,通过话语的“文化折射”作用实现。任何本土

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实现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

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

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⑥而在文化

交流互鉴的过程中,首先发挥作用的就是话语。本土的话语通过自己特有的表意方式

和释义活动构成一个话语生产场,场外的文化必须经过这一生产场的“翻译加工”才能

输入到本土文化的场内。一根筷子插入水中,会因为光的折射而变形,外来文化经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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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话语生产场的“文化折射”,也会带来意义的丢失和扭曲,走向文化变形。话语的这种

文化折射作用,一方面意味着基于“以我为主”的先见必然导致的文化误读,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在“为我所用”的目的推动下实现本土文化转化与发展的可能性。当前活跃在我

们语言使用中的诸多字词的现代意义,都是经由这一话语生产场“加工”后生成的。例

如“文化”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意味着与武力或军事征服相对的“文治与教化”,而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中 日 欧文本的相互译介中,“文化”作为“culture”在汉语中的对应

词,逐渐生成了我们今天更常用的民族志内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革命”
(revolution)的古意是“顺乎天命”;“文学”(literature)的古意是“文章博学”;“经济”
(economy)的古意为“经世济民”等等。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延续千年而不

断的文化传统,但这种文化传统却并非是某种亘古不变的永恒自在之物,而是处在变迁

兴替、革故鼎新的现实历史过程中。正如黑格尔对赫尔德论传统的转述,传统“通过一

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
传给我们”。① 现代的中国精神,作为活跃在当今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中的“神圣的链子”,
既传承于、生发自邈远过去的中国古代传统,又与之迥然有别,呈现出丰富的现代化意

蕴。在意义的消亡与生成过程中,话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精神在话语的流变

中不断获得意义的丰富。
最后,话语对中国精神的塑造与再塑造,不仅是证明其存在(和存在方式),推动其

发展,还在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使中国精神获得现实性。所谓精神的现实性,是指

作为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共享的精神,必须实在地成为该国家或民族成员思维运动和实

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成为其历史发展的思想源泉。那么“中国精神”如何能够成为中国

人习焉不察的价值前见,而非作为政治思想学习符号而存在的空洞能指? 萨丕尔 沃尔

夫假设(语言相对论)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假设认为,语言的结构将

会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话语是语言在某一领域的实际运

用。话语的使用不是随意而混乱的,它是一种具有规约性的习惯,为某一群体所共享,
而共享这种话语的成员自然地组成了这种话语的共同体。话语一方面是进入这一共同

体的必要媒介,另一方面又是维系和延伸着共同体内部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将共同体的

价值观和信仰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话语使用的“习惯化”代替思

考,完成价值前见的预设,从而获得了身份的安顿。中国有关亲属的词汇非常丰富,西
方语言中父母的兄弟一律称“uncle”,在中文中则要依据年龄的大小和父母氏族区分出

伯伯、叔叔、舅舅等。一方面,对“家”这一范畴的重视导致了这一语言层面的现象,另一

方面,如此密集的有关亲属的词汇又能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家族”观念的认同。西方

也有这样的例子,“wealth”一词,源于古英语的“weal”(幸福)一词,在今天却主要用来指

称“财富”,在这样的话语使用中,幸福和财富被直接关联在一起,激发英语使用者占有

财富才能获得幸福的联想,不断巩固着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例子表明:话语的内容、
陈述方式和表达策略受到隐藏在其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话语

又能够反映、维系甚至瓦解这些关系。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这种预设和共享作用意味着:
当主体选择用中国精神的话语说话,那么中国精神对他而言就是不证自明的存在,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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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想和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精神在它的话语共同体中获得真正的现实性。
综上所述,话语在确证中国精神的存在、推动中国精神发展、实现中国精神的现实

性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话语能够对这三个任务的完成产生作用,但
不是完成这三个任务的充分条件。在话语的使用与流变中,古与今、中与外不断相互诠

释与对话,中国精神得以在找到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的同时,又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的内在期待。当中国精神的话语被我们不断言说、评论、记录,我们又直接参与到了再

塑造中国精神的运动中,并且不自觉地把这种精神运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

二、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的现实难题

在逻辑层面上确立了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必要性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在弘扬中国精神的现实需要中,话语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呢? 如果现实生活中,中国精神

的话语样态已然完备,足以承担起对中国精神进行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

享这三重任务,我们便没有必要讨论中国精神话语的塑造,而应该把注意力投入到弘扬

中国精神的其他薄弱环节。因此,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塑造中国精神话语的现实

必要性,这种必要性鲜明地体现于当前我们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几个现实难题中。
中国精神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就其内涵来说,中国精神是指中华

儿女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百年党史、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史、四十多年的改

革开放史历程中上下求索、救亡图存、开拓创新而形成的牢固精神纽带和强大精神动

力。就其外延来说,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也包括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

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① 必须明确,尽管中国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一

定程度上已由党的权威文本搭建完成,但它在现实中并未呈现出已然成熟、定型、完备

的精神状态。中国精神不应当只是帮助人们确证自己道德和信仰追求的彼岸的“他
者”,人们会对这种精神表达敬意与钦佩,但不会以这种精神为生活的本真追求;中国精

神应当而且必须是中国人精神领域“普照的光”,是他们共享的预设和前见,他们无须知

晓中国精神为何就先行地依循此精神来规定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此精神为源源不断

的心灵驱动力。精神需要依托易接触、可操作的载体去切入广泛的社会生活,否则便会

缺少实践的根基,而话语显然能够也必须担此重任:中国精神需要在生活话语中被搭

建,使之沉淀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会一再强调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②。
然而,正是在我们迫切需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中国精神的日常弘扬

却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失语的窘境:我们要加快建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却又在许多

领域“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也就是没有自己的话

语”③;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凸显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却又如此容易被“‘现代化’的
符咒……驱迫进‘现代文明’的标准尺度中,陷入‘某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幻觉’”④。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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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封建中国的国门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时间处在从“天朝上国”跌
落到必须“睁眼看世界”的身份失落中。当空间性的东西文明之异被以“现代化”为名置

换为时间性的今古之别,摒弃传统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于是“无论是‘戊戌’的维

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
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① 当我

们不再从传统中寻得精神生活之根,便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拥抱那象征着现代化完成的

西方,以寻求“与世界接轨”。然而,人不可能生在一处,长在一处,却过着别处的生活。
因此,拥抱西方者事实上只能生活在别处的话语里,不断地将西方话语中的诸多“能指”
扣合到我们自己国家的“所指”之上,并以此支撑和展开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实际生活。
由此,随着西方的话语包围自己的生活,我们逐渐地丧失了能够与自己的过去相联系的

当下,又因为西方的所指无法移植而使得借用而来的能指无所依归。最终,“拥抱西方”
不仅不能成为我们脱离传统思想之流弊的“解脱之路”,反而,人们不得不为这样的“解
脱”而付出精神流浪的代价。因此,我们亟须建立起与现代价值接轨的话语,以去除传

统文化的流弊,又必须使这种话语不至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在“新故相资而新其

故”中再造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然而,中国精神的话语构建不仅面临着再造传统与接轨现代的矛盾,还面临着“现

代化”本身的话语陷阱。当一个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意味着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巨大

提升,意味着这个国家人民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传统时代不可能拥有的

独立、个性与自由,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面进步。
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

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意味着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全面转向“物的

依赖关系”,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必须接受现代化的“强制进步”。现代化的这种两面性,
已经被许多思想家深刻地揭示,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在学术领域指出“现代化”所具有

的问题,并不会使现代化的话语对人们的麻痹有所减少。当我们在向往“现代化”“全球

化”“自由”“民主”等价值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明对这些现代文明的优先解释权。这些

看似意识形态无涉的论题,以及围绕它们展开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构建起一种作为普

遍幻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以此为资本主义文明“历史的终结”正名。作为“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创造者,在建构现代中国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沿袭这种西方主导的现代

化话语,以此论说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精神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以

自己的话语对抗西方话语,还是进入到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作解释权的争夺? 这是我们

塑造中国精神话语形态的又一现实难题。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复兴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然而,当中国人的精神萦绕着进

步与发展的迫切任务展开时,却少有人对我们以加速度前进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作深刻

反思,总结我们在过去180余年里形成的、有别于古代传统的新传统。这就导致了这种

新传统尽管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人心理活动、知识结构、价值信仰的新基础,却迟迟未拥

有与之相匹配的成熟话语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旧
的价值体系逐渐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又不断面临着实践的挑战,“自由”的话语狂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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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构伟大与崇高的叙事,人们在这种无序的自由中承受着精神的空虚。基于此种现

状,我们可以说: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不仅具有现实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的基本取向

在思辨和现实中确定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必要性后,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我们

要呈现什么样的中国精神样态?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强调两个前提:第一,话语

对精神的承载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对精神的表达不是一种“镜面反射”,因此并不是直接

指称、说明中国精神的话语才能成为承载中国精神的话语;第二,话语的意义承载是可

生成、可变化的,所以任何合适的陈述和表达,都可以被纳入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中。
尽管中国精神话语是一个有限的整体,但它的陈述段在数量上却可以是无限的,如果要

泛论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全貌,绝非本文所能够承担。因此,我们主要讨论塑造中国精

神话语样态的基本取向。
首先,中国精神的话语要在保留中国代代相积、前后相继的精神脉络的基础上,满

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期待。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东不如西的义愤中发起了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改革方案,主张以西学取代孔教(内容上)、白
话取代文言(形式上),引发了一场在思想和话语领域破坏旧传统、重建新价值的双重革

命。当旧的话语体系丧失解释力时,来自东洋与西洋形形色色的新说又蜂拥而至,为了

解决理解与沟通上的困难,借用和学习舶来的范畴、原理和分析框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

选择。然而,若完全用外来话语来解释和分析本土问题,那些使本土文化成为本土文化

的特殊性内容,必然会因为有别于外来文化体系而被排斥在外。于是一场以文化重建

和话语重构为目的的运动却最终导向了文化领域的认同危机和话语领域的“母语丧

失”。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精神领域的意义危机:“(精神)破产而后,吾人之精神的生活,
既无所凭依,仅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质的生活,故除竞争权利、寻求奢

侈以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①这出历史的悲喜剧向我们表明,当我们为了追求“现代

化”的目标而力图抛弃传统,短暂的激动褪去后,必然出现的是漂泊无根的精神迷失与

存在焦虑。因此,弘扬现代的中国精神,必须搭建既保留绵延千年的文化元素,而又对

现实问题富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完成这一任务却绝非易事,既不能“新瓶装旧酒”,仅
仅用现代话语对古代思想作介绍和解释;又不能“旧瓶装新酒”,从古代经典中裁剪与现

代价值相契合的文论为之正名。这两种方式,话语与精神始终保持“两张皮”,尽管以一

种表面的、简单化的和谐遮蔽了古代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张力,但始终无法实现传统

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统一。我们需要抛弃上述浮躁的话语呈现,在沉潜往复的思考

中找到融通古今的论题、范畴、概念、原理,实现中国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串联。
其次,中国精神的话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成导向,以中国精神对抗工具理

性与世界祛魅带来的行为动机物质化与崇高价值解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割裂”固然

是造成现代中国人精神空虚的原因之一,但现代化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并不亚

于前者。马克斯·韦伯总结了现代性的两个特征:工具理性和世界的祛魅。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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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通过计算来解决和支配一切事物的能力,随着这种能力受到重视,人类实现发展目

标的能力空前增强,对所追求目标的价值却无一定的标准加以判断,从而造成一种普遍

的生命意义的失落,即世界的祛魅。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现代性在中

国社会也愈发凸显: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承受巨大的发展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获取看

得见的业绩和易兑现的利益很容易成为社会普遍承认的“成功”标准。拜金主义与利益

最大化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思潮,却又无法缓解被抛入市场的人们在激烈竞争中的

焦虑与压力,引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危机。精神的空虚带来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

冷淡:“20世纪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

诗歌爱好者或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

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但在90年代,经济成为文化的对立面,个体回归文化的

热情被强有力地扭转为:一切向钱看,经济优先。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无文时代,一个

贫乏时代’。”①当今的文艺创作依然没能摆脱这种情状,“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

史”者、“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者、“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者、“胡编

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者、“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者比比皆是,导致了话

语领域的种种乱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必须以“文起八代之

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决心,革除当前话语领域“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

国化、去主流化”②的错误倾向,用哲人式的沉思话语、诗人式的浪漫话语、改革家式的慷

慨话语为祖国放歌,为时代抒怀。
最后,中国精神的话语要在保持开放性与对话性的基础上,与西方话语进行解释权

的争夺。中国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族性、地域性范畴,而且是一个关于世界普遍发展的叙

事;不止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中国的发展问题,还承担着为现代化提供中国

精神资源的世界历史任务。作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开创者,资本主义文明天然地取得

了对这两个范畴的优先解释权,并用“历史的终结”把一切有关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都

放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神龛之中。然而,当它要把自己说成是普遍的,它就不得不把自

己的特殊利益隐藏起来,使全球化和现代化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性,
因此留下了争夺解释权的空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③“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在话语领域,意味着

对“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一致性的解构,打开了消除资本主义文明对现代化冠名

权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想成为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仅被表达为一个

后发国家由弱变强的崛起叙事,而应当被呈现为一个新文明类型的提供者在占有现代

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弊端的扬弃叙事。必须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智

慧不意味着某种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预设。当我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西方文明

的“学徒状态”,而产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自信时,必须警惕基于简

单的中西文化比较思维进行以己之长较彼之短的话语生产。话语不是纯文本的领域,
而是说话者、听话人、评论者、记录者共同活动的实践空间。话说得再漂亮也要有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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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矮化自己,还是贬低别人,都无法产生平等对话的场域。“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

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①一场对话,如果没有

听众,也只是可能性的对话,不是现实的对话。因此,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既要完成解

构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普遍幻觉,为人类普遍进步提供中国精神资源的任务,又必须敞开

中西文明的互鉴空间,保持开放性与对话性。
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说到底是一种历史性的实践,而不是某种一劳永逸的文

本生产。话语一经产生,就仿佛被赋予了生命,通过人们的反复运用和不同解释,按自

身逻辑在演变中日臻丰富。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让这种话语富有生命力,而要完成这一

任务,必须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土壤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达中国人在

革除现代性流弊时的价值主张,贡献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智慧。

四、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的深层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
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

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②解读中国精神、塑造中国精神,我们

也应当最有发言权。中国精神的话语应当是融通古今的,而非绝对复古的;应当是批判

反思的,而非全盘西化的;应当是世界历史的,而非封闭狭隘的。那么,以如此这般的形

式存在的中国精神话语,如何才能“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呢? 想要完成这一任务,
必须抓住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围绕中国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

系的理论建构,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话语融通,三是中国

精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接、交汇与整合。
首先,要围绕中国精神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制出与中

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气质相匹配,且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有高度解释力的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对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

格、文明素质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的优秀学术著作被译介至中国,各种外来

学术思潮、观念也随之涌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因此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然而,在汲取、吸收、传播、解释这些外来学术“真经”的过程中,中国的哲学

社会科学却不自觉地陷入了外来话语营造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架构之中,反而导致了自

身文化母体的失语危机。一定程度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语,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

精神的失落。西方的学术话语愈是占领我们的学术高地,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内核

的中国精神就愈是不在场化。因此,若想真正塑造具有现实性的中国精神话语,首先必

须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发起一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话语革命。这样的话语革命只有通过思想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因为仅

仅提出新的范畴、概念、论题、原理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旧话语体系的替代,更有可能的

是在同一思维逻辑统摄下的“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思想革命,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生

于斯、长于斯的现实社会土壤进行充分揭示和挖掘,并从这样的挖掘中提炼、升华中

国人民在推进这一伟大社会变革时展现出的精神性存在———中国精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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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每一门社会科学都能够且必须在自己领域完成的任务。外来的学术话语会逐渐

解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母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精神的重新关照,也必

然带来原创性、个性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从而,中国的人文

学术用中国话语展示中国智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也获得源

源不断的理论支持,不断输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伟大实践中不断生产着的独特

精神力量。
其次,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中国智慧与世界历

史的话语融通,塑造出既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质的

中国精神阐释话语。中国并非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反而,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与业已完成

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时代落差。尽管这一时代落差使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面临着诸多困难,但也赋予了我们“后发优势”:我们得以在现代化的初期就能观察到

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暴露出的各种弊端和危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探索

克服这些弊端和危机的解决之道。同时,也使得在中国的土地上,本应历时演进的传统

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共时地存在着。一方面这必然带来

各种思想资源的碰撞与冲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有条件对这些相互碰撞的思想进

行梳理与整合,从而有机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折射出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进行总结,提
炼出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历史的中国精神话语。然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紧迫历史任务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整合和话语融通工作不是单纯的、一般的人类知

识梳理工作:我们不可能对各种精神内容给予同等的、无区别的对待,而必须紧紧围

绕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

中国精神话语体系的搭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生发出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都

能为我们克服西式现代化的弊端提供有益的启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

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①一方面,我们要融通古今,根据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任务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适配话语,用中国古代经典阐发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精神要义。另一方面,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赋予其面向

未来的现代价值。总之,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就是要在各种中国精神思想资源的

碰撞中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反思,通过“收拾精神”实现“自作主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建构起既植根中国文化传统,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

形态。
最后,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要从表层的、外在的“话语灌输”转向生活世界内在

的、深层的“人民主创”,从而促使中国精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

接、交汇与整合,形成中国人民日用不察的中国精神生活话语。一是要协调好中国精

神主要文本与次要文本的分配。主要文本是指一话语体系内最基本、最富原创性的

文本,“主要文本的主宰之势,其永久性,其作为可被永远重复之话语的地位,人们赋

予它在多重或隐蔽的意义,以及归属于它在本质上的缄默和丰富,所有这些构成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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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广泛的可能性”①;而次要文本则是一些评论性、诠释性的话语,“评论必须第一次

的说出已被说过的东西,必须不知疲惫地重复还未说过的话……它允许我们说出文本

之外的东西,但这必须以谈论文本本身为条件”。② 对当前中国精神的话语来说,主要文

本就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精神的权威定义和阐释,
次要本文就是围绕这些权威文本的广泛而富有开放性的谈论。中国精神的主要文本固

然是对中国精神最精确也最权威的概括,但事实上这些主要文本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

言说,因而,尽管它们较次要文本拥有更高的权威,但并不是中国精神话语拥有权力的

表现。反而,只有当次要文本无限地丰富,无数次地以最多样的方式重复已被主要文本

明言的中国精神意蕴,才能表明中国精神的话语对其他话语拥有优先地位。用加达默

尔的话说,就是“精确定义的、明确的术语只有当它们嵌入语言的生活时才能生存并起

交往的作用”。③ 因此,不能把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看作是把主要文本外在地灌输给

人民群众的过程,而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历史主体地位,在人民群众的生

活世界挖掘和培育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中国精神话语。二是要依托文化教育搭建中

国精神话语的联想机制。所谓话语联想机制,就是依托教育、宣传、文化等因素的相

互作用潜移默化地建立起话语主体在中国精神出场的语境中该说什么、该怎么说的

联想,从而保证中国精神话语在各种应用场景中的主体地位。一民族的精神先行地

设定和规范着该民族的整体文化样态,而这样一种精神在该民族成员精神世界的养

成,又镶嵌于日常的文化生活之中。因此要构建起中国精神的话语与中国精神的出

场语境事实上的一致性,就必须深入到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之中。要将中国精神教育

融入基础教育全过程,不仅要通过知识传授让中国精神成为中国人共享的背景知识,
而且要在教育活动中模拟中国精神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更多地把体现中国精神的

作品选入教材,用富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要善于运用社会大

环境和重要纪念日,灵活宣传中国精神,扩大中国精神的覆盖面,把中国精神同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相结合,使中国精神的宣传工作无时不有、无处不

在。要鼓励文艺工作者更多地创造抒发爱国情怀、体现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为中国

精神创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载体。通过教育、宣传、文化三方

发力,于润物无声中在中国精神话语与现时代中国精神的出场语境之间建立起一种

反射式的象征联系。
综上所述,精神规范着话语,话语“纠缠”着精神,话语的塑造直接就是精神的生产,

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而不可能脱离彼此而独立存在。因此,塑造中国

精神的话语样态,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思想和精神的发展,独立地制定出一套专门

的、预设好的话语革命方案,精神的话语革命只可能在思维和理论的前进中实现。我们

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塑造出饱含中华民族精神气质、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质的中国精神话语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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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DiscursiveConstructionofChineseSpiri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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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iscourseofChinesespiritplaysanimportantroleinconfirmingthe
existenceofChinesespirit,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hinesespirit,andrealizing
therealityofChinesespirit.However,inreallife,thediscourseofChinesespiritfails
tofullyundertakethetaskofconstructing,transforming,developing,presupposing,
andsharingChinesespirit.ThediscourseofChinesespiritshouldpromotethecreative
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ultureonthesoilofmodern
society,expressthevaluepropositionoftheChinesepeopleinovercomingthe
drawbacksofmodernity,andcontributeChinesewisdominsolvinghumandevelopment
problems.Inorderforthisdiscoursetobeconstantlyrepeatedandcommentedon,

greatemphasisshouldbelaidto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thediscoursesystemof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roundChinese
spirit;thediscourseintegrationundertheguidanceof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andthedeepconnection,intersection,and
integrationofthetheoreticaldiscourseofChinesespiritwithChinesepeoples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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